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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为系统性地拆解“执法 － 抗法”这一双输格局ꎬ各地方城管普遍采用了比

较温和的柔性或非强制执法手段ꎻ由于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ꎬ使
得“城管柔性执法”存在着“多重面相”ꎬ主要包括:行政指导等常规手段及作为其变种的花

样执法、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和高级形态、居于执法边缘的“和谐共处”ꎬ以及为相对人“根
本解决问题”等ꎮ 通过对诸面相分别进行案例分析和效益量化可知ꎬ任何一种面相都未呈

现出完美的效益曲线并存在着明显的实践困境ꎬ因此在城管的具体执法情景中ꎬ应当根据

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法领域等因素对诸面相进行“优先级”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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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执法ꎬ亦称非强制行政ꎬ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针对相对人所实施的不带

命令性或强制性的行为ꎬ或者是指“由一定的行政主体依其职责权限ꎬ主动发出的ꎬ不以

强制行政相对方服从、接受为特征的行政行为”①ꎬ主要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

励、行政调解、行政给付和行政信息服务等非强制权力手段ꎮ 一般而言ꎬ柔性执法是带

有普适性的执法手段或行为方式ꎬ各行政主体皆可在条件适当时采取———尽管其早期

在工商部门较为集中ꎬ但晚近已经扩展到教育、民政、环保、文化等多个部门ꎮ② 而对于

城管来说ꎬ柔性执法则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ꎬ因为在其长期所处的“暴力执法 － 暴力抗

法”循环中ꎬ不仅上演着临武瓜农事件③、苍南拍照事件④等数量众多的相对人受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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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ꎬ而且发生着深圳城管队长遇袭⑤、厦门城管被泼硫酸⑥等数量相仿的城管受害案件ꎮ
显然ꎬ暴力手段的执法和抗法会使城管和相对人双方共同受损ꎬ或者说ꎬ这种执法博弈

所带来的大多是比零和格局更为糟糕的双输结局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采取比较温和的柔

性或非强制执法手段逐渐成了城管部门拆解这一循环的对策之一ꎮ

一、城管的柔性执法改革及分析工具

整体而言ꎬ城管柔性执法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在制度导向上ꎬ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第(十四)
和(十五)项中ꎬ不仅要求各地城管部门“杜绝粗暴执法” “严禁随意采取强制执法措

施”ꎬ而且要求其“综合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扶助、行政调解等非强制行政手

段ꎬ引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ꎬ及时化解矛盾纷争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ꎮ 在执法实

践上ꎬ不仅各类柔性执法方式已经成了“改善城市管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ꎬ⑦而且住

建部所倡导的“７２１ 工作法” (７０％ 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ꎬ２０％ 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

决ꎬ１０％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也已体现在很多城管的执法过程中ꎮ
然而ꎬ尽管目前城管的柔性执法改革并不缺乏法理正当性ꎬ⑧但由于其“柔性”“温

和”和“不含强制”的内涵较为宽泛ꎬ使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ꎬ
以至于皆可归为“柔性执法”的不同事例之间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ꎬ这就使得“城管

柔性执法”存在着“多重面相”ꎻ而将这些面相进行归类整理并通过特定的分析工具进

行量化和比较ꎬ在厘清各自问题的基础上按其综合优势给出排序ꎬ即是本文的主旨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无论是柔性执法的何种面相ꎬ皆须应对的一个前提即为“合法性”问

题ꎬ这一问题又包括“相对人行为的合法性”和“城管执法行为的合法性”两个层面ꎮ 在

相对人一方ꎬ当作为城管的执法对象时ꎬ其行为属于法律的“一般禁止”而非“绝对禁

止”ꎬ即其行为若干要素中的一个或几个违反了现行法律规范ꎬ但行为本身并非为法律

规范所不容ꎮ 以摊贩为例ꎬ２０１７ 年颁布实施的«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 ３ 条规定:
“下列经营活动ꎬ不属于无证无照经营:(一)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

间ꎬ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ꎬ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

便民劳务活动􀆺􀆺”可以看出ꎬ遵守地方政府提出的时间、地点、经营范围等要求的摊贩

属于合法经营ꎬ无需城管查处ꎻ或者说ꎬ摊贩“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这类行为本

身并非法律的绝对禁止ꎬ而超出“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进行销售则属违法行为ꎮ 笔

者认为ꎬ相对人这种“一般禁止”的行为性质ꎬ为城管的“柔性执法”而非“绝对取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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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取缔”提供了可能ꎮ⑨ 而在城管一方ꎬ尽管其执法行为即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执

行ꎬ但其所采用的柔性执法方式却有可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违法因素”ꎬ如“前期不

处罚”“执法不作为”等ꎬ我们将之纳入下述“成本模块”的“违法成本”中进行考察和

量化ꎮ
相较“合法性”而言ꎬ本文更为偏重的是“效益考量”ꎬ因此所采取的分析工具主要

包括成本和收益两个模块ꎻ其中ꎬ成本模块包括:(１)执法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成本”ꎬ
(２)部分情况下因柔性执法手段的实施所产生的“违法成本”ꎬ(３)部分情况下请求其他

部门协助的“协调成本”ꎬ(４)部分情况下为个别相对人或者某一类案件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所支付的“根除成本”ꎮ 收益模块包括:(１)实现个案行政目的及恢复特定法律秩

序的“执法收益”ꎬ(２)获得个案相对人认同的“认同收益”ꎬ(３)获得个案相关人及其他

居民认同的“舆论收益”ꎬ(４)获得城市管理秩序持续稳定的“秩序收益”ꎮ 此外ꎬ我们还

将城管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所付出的“情绪劳动”(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

列入分析工具ꎬ原因在于ꎬ一方面ꎬ由于该模块在强制 /硬性执法中并不显著甚至并不存

在ꎬ因此能够凸显非强制 /柔性执法的自身特性ꎻ另一方面ꎬ由于该模块立足于执法主体

的精神层面ꎬ因此可能对执法过程和结果带来深层次影响ꎮ 具体而言ꎬ情绪模块包括:
(１)情感联结ꎬ即城管主体为完成执法工作而与个案相对人建立的浅层次的情感关联ꎬ
(２)人际交流ꎬ即城管主体与个案相对人中层次的交流与互动ꎬ包括接待 /对待相对人的

态度、技巧和可接受性等ꎬ(３)利他帮助ꎬ即城管主体基于关心或同情等深层次因素而主

动为个案相对人提供额外帮助ꎬ􀃊􀁉􀁓(４)情绪耗竭ꎬ即城管主体在长期且频繁的情绪劳动

后可能产生的倦怠、冷漠和麻木等负面情绪ꎬ其与情绪劳动的深度呈正相关ꎮ
为量化考察的便利ꎬ我们将上述 ３ 个模块中的 １２ 个指标皆以 ５ 分为满分进行赋

分ꎬ其中成本模块下的指标为 － ５ 分ꎬ收益模块下的指标为 ＋ ５ 分ꎮ 而情绪劳动对于城

管而言主要是一种“支出”ꎬ但对于相对人而言则主要是一种“收益”ꎬ因此其可以视作

是成本和收益的综合体ꎬ我们将其中的指标(１) － (３)赋为 ＋ ５ 分ꎬ指标(４)赋为 － ５ 分ꎻ
又由于指标(１) － (３)在层次上呈递进关系ꎬ我们在赋分时也择其一并按梯度进行(上
述分析工具中的各项指标在城管柔性执法中的分布状况如表 １ 所示)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文所称的“量化”ꎬ并不是物理 /数据性质的量化ꎬ而是以 － ５ 到 ＋ ５ 为区间的相对主观

的“赋分”ꎬ而所赋之分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柔性执法 ４ 重面相共 ６ 种形式的比较

９６１

城管柔性执法:非强制框架下的效益考虑与路径选择

⑨

􀃊􀁉􀁒

􀃊􀁉􀁓

相反ꎬ如若相对人实施的是违反«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私自搭建违章建筑的行为ꎬ则当属于法律的“绝对禁

止”ꎬ而城管的主要应对方式ꎬ也是与“柔性执法”不能在同一时空中并存的“行政强制执行”ꎬ因此这种情形不在本

文的讨论范围内ꎮ
“情绪劳动是一种工作ꎬ这种工作的完成需要投入、抑制和 / 或唤起员工的情绪􀆺􀆺情绪劳动的实施需要一系列个人

和人际的技能ꎬ包括唤醒和展示一个人并未感受到的情绪、感受他人的情感并且相应地改变他人情感ꎬ展示出他人

期望的情绪反应ꎮ”参见[美]玛丽􀅰Ｅ􀅰盖伊等:«公共服务中的情绪劳动»ꎬ周文霞等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７５ 页ꎮ
“在所有情绪技能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及时关心他人和对他人施以同情ꎮ”“在公共行政者面前最严峻的挑战不是让他

们的工作更有效率ꎬ而是将其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具有关爱特征ꎮ”参见前引⑩ꎬ玛丽􀅰Ｅ􀅰盖伊等书ꎬ第 ７、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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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出的ꎮ 举例而言ꎬ在客观事实方面ꎬ“协调成本”这一指标的赋分取决于城管在柔性

执法过程中是否加入了“请求其他部门协助”这一环节ꎬ若不存在这一环节ꎬ赋分为 ０ꎻ
若存在这一环节ꎬ则赋分为正ꎬ而这一环节是否存在ꎬ是客观事实而非主观估量的结果ꎮ
在相互比较方面ꎬ“认同收益”这一指标的赋分来自于诸面相之间相关要素的衡量和差

异———从“根本解决问题”到两种“信用机制”再到“各类花样执法”ꎬ执法的柔性程度呈

递减趋势ꎬ相对人的受损程度则呈递增趋势ꎬ因此该指标的赋分也必然呈递减趋势ꎮ
表 １　 城管柔性执法各分析指标示意

二、执法面相之行政指导等常规手段及其变种

(一)常规柔性执法手段:以行政指导为代表

尽管柔性执法项下的“工作手段”———即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信息服务等行政

行为类型———至少在 ５ 种以上ꎬ但在城管部门中最为常见的仍然是涵摄范围更广的行

政指导ꎬ包括执法事项提示制、轻微问题告诫制、突出问题约见制􀃊􀁉􀁔等多种具体方式ꎻ并
且依照«行政强制法»第 ５ 条所规定的“非强制前置”原则ꎬ行政指导也成了部分城管在

实施行政处罚之前的必经步骤ꎮ􀃊􀁉􀁕

案例 １: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常女士向桐乡市执法局梧桐中队反映ꎬ西门小区经营炒、炸
食物的某小吃店存在油烟直排情况ꎬ使得周边居民受到严重影响ꎮ 中队队员耐心和店

主沟通ꎬ告知油烟直排的危害性ꎬ宣传相关法律规定ꎬ要求店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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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列举的城管行政指导方式的具体所指ꎬ参见«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在城管执法中推行行政指

导工作的意见»(２００７)附件 １ꎮ
“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案件下达处罚决定之前ꎬ都须对管理相对人进行行政指导ꎬ具体行政指导措施根据案情确

定ꎮ”参见缪卫华、王小星:«推行行政指导 提升城管执法效能»ꎬ载«中国建设报»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ꎬ第 １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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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好排烟管道ꎬ店主予以了配合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常女士再次反映ꎬ该小吃店因排烟管道

设置不合理ꎬ仍散发出呛鼻的味道ꎮ 中队队员发现ꎬ如果将管道接到楼顶ꎬ一方面需征

得楼上五户住户同意ꎬ另一方面楼上住户都装有防盗窗ꎬ缺乏安装管道的空间ꎻ如果将

管道接入地下污水管道ꎬ则会受到空调外机及地下各种管线的影响ꎬ较难铺设ꎮ 最终ꎬ
队员经多次沟通ꎬ希望店主能改造油烟管道ꎬ将原店后的管道移至店前ꎬ既能接入污水

管道ꎬ又能远离楼上居民经常开窗的朝南阳台和房间ꎮ 目前ꎬ管道改造工作已经全部完

成ꎬ双方对处置结果表示满意ꎮ􀃊􀁉􀁖

案例 ２:一个城市到了夏天ꎬ往往乱设西瓜摊ꎬ瓜皮随地扔ꎬ既影响市容又有碍卫生ꎬ
但西瓜又是市民的需求ꎮ ２０１２ 年春ꎬ济南市城管派人到产地和市场调研ꎬ掌握西瓜产销

量和市民消费集聚地ꎬ在西瓜上市前编制了一张“西瓜地图”ꎬ标明了 ４５５ 个临时卖瓜

点ꎬ瓜农免费申请ꎬ瓜摊可一直摆到落市ꎮ􀃊􀁉􀁗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１)城管并未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任何强制行为ꎬ而
是通过沟通、建议、引导等方式解决了排烟管道和西瓜设摊等问题ꎬ或者说ꎬ是在对店主

和摊贩实施处罚或强制之前ꎬ先用柔性手段使可能产生的违法情形消弭于无形———处

罚和强制并不是城管执法的目的ꎬ通过柔性手段化解争端总要好过于强制之后争端仍

在的情形ꎻ通过柔性手段预防违法总要好过于等违法行为出现后再行处罚的情形———
这也是“非强制前置”原则的意蕴所在ꎮ (２)在执法手段上ꎬ案例 １ 中的“告知危害性”
“宣传法律规定”“多次沟通”等属于较浅层次的“劝说”类指导方式ꎬ而这种方式也占去

了行政指导实践的大部分比重———按照部分学理和实践上的归类ꎬ无论是“劝告􀅰劝

诫􀅰说服”ꎬ还是“告知􀅰指点􀅰提醒”ꎬ或是“商讨􀅰协商􀅰沟通”等等ꎬ皆可列入行政

指导范畴ꎮ􀃊􀁉􀁘 (３)相较而言ꎬ案例 １ 中油烟管道的改造、案例 ２ 中西瓜地图的编制等ꎬ则
属于较深层次的“设计 /建议”类指导方式———其不仅需要城管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加以验证ꎬ而且还要兼顾相对人(店主 /瓜农)和相关人(邻居 /顾
客)的利益以使各方都能接受ꎻ其不仅比单纯的“劝说”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管理中的特

定问题ꎬ同时也需要城管主体付出更多的劳动或支付更多的成本ꎮ
在上述常规柔性执法手段的效益量化上ꎬ由于浅层次的“劝说”类指导和深层次的

“设计 /建议”类指导在各项指标中都有差别ꎬ同时考虑到后者更具重要性和推广价值ꎬ
因此我们以后者为标准进行赋分:(１)在成本模块中ꎬ物质成本为 － ３ꎻ根除成本与物质

成本持平ꎬ为 － ３ꎻ其余成本为 ０ꎮ (２)在收益模块中ꎬ由于个案中的执法目的已经全部

实现ꎬ因此执法收益为 ＋ ５ꎻ由于个案相对人受到了轻微不利ꎬ因此认同收益为 ＋ ４ꎻ由于

个案相关人及其他居民在问题解决的同时并未因此而受损ꎬ因此舆论收益为 ＋ ３ꎻ由于

解决方案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ꎬ因此秩序收益为 ＋ ４ꎮ (３)在情绪模块中ꎬ由于该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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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该案例参见佚名:«油烟扰民ꎬ执法队员出谋划策解难题»ꎬ载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１９１５５５５３８＿６７２６２１ꎬ最后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ꎮ
该案例参见沈栖:«值得赞许的“城管工作顺序”»ꎬ载«检察风云»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２ 期ꎮ
参见前引②ꎬ第 ９８￣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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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需要较长时间或较多次数的沟通或引导ꎬ因此人际交流为 ＋ ４ꎻ虽然其在个案解决上

具有稳定性ꎬ很少“反复发作”ꎬ但在个案数量和介入深度的双重作用下ꎬ情绪耗竭为 －
３ꎮ 综合来看ꎬ该执法手段的收益显著高于成本ꎮ

(二)常规柔性执法手段的变种:各类花样执法

和常规柔性执法手段不同ꎬ一段时间以来ꎬ在媒体中更常见到的是各种类型的花

样执法ꎬ如“微笑执法”“鲜花执法”“眼神执法” “围观执法” “小品执法” “美女执法”
“静默队列执法”“举牌卖萌执法”等等ꎮ 笔者认为ꎬ尽管这些花样执法手段往往源自

系统内部压力和外部舆论压力ꎬ而非执法工作的需要ꎬ􀃊􀁉􀁙但其毕竟是一种创新和改变ꎻ
并且尽管这些花样执法手段在外观上形态各异ꎬ但在性质上与前述的常规柔性执法

手段并无实质区别ꎬ或者说并未超出其涵摄范围ꎬ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常规手段的“变
种”ꎮ

案例 ３:苏州高新区汇金新地商业广场ꎬ某摊贩一家人长期盘踞在入口处贩卖水果ꎬ
不但影响交通ꎬ产生的垃圾也让现场环境极度脏乱ꎮ 城管队员多次到现场执法取缔ꎬ当
事人却唆使其怀孕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干扰执法工作并造成不良影响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中队赶制了两块含有“无证摊点食品缺斤少两严重ꎬ卫生条件差ꎬ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ꎬ
请勿购买”的提示牌ꎬ并让两名队员手持在摊位两侧向过往行人展示ꎬ并引导顾客到附

近的水果店内购买ꎮ 由于城管队员一直举牌提示ꎬ该无证摊位也少有顾客ꎻ眼看水果生

意无法维持ꎬ摊贩只得慢慢收摊ꎬ并将长期盘踞在此的作业工具拖离现场ꎮ􀃊􀁉􀁚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１)尽管这种“举牌执法”的花样执法手段亦可归入柔性

执法范畴ꎬ但若称其完全不含强制未免有失偏颇———其仅仅是避免了法定强制和处罚

措施的直接使用ꎬ但举牌行为亦可看作是一种“无形的强制”ꎻ或者说这虽然不是“肢体

上的强制”ꎬ但却是“举动上的强制”———城管使用的并非“服务”手段ꎬ而是另一种形式

的“执法”手段ꎻ摊贩最终也并非“自愿”离开ꎬ而是“不得不”离开ꎮ 在这一案例中ꎬ如若

两名队员的举牌行为本身受到摊贩的干扰ꎬ则很可能继续陷入“执法 －抗法”的循环中ꎮ
(２)“举牌执法”不仅未超出行政指导范畴ꎬ而且还停留在浅层次的“劝说”阶段ꎬ并未进

入深层次的“设计 /建议”环节ꎻ“眼神执法”“围观执法”“列队执法”等各种花样执法手

段基本都没有对相对人或相关问题设计和提供解决方案ꎮ (３)“举牌执法”至少需要两

名执法队员举牌到摊贩离开ꎬ不仅在此期间二人无法从事其他执法工作ꎬ而且摊贩何时

离开、明天是否再来、是否会在其他场所继续设摊等都具有不确定性ꎻ如同“鲜花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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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见刘福元:«非强制行政的动机分析———探索政府柔性执法的内部之源»ꎬ载«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２０１２ 年

第 ６ 期ꎮ
该案例参见佚名:«柔性执法 管理创新»ꎬ载«姑苏晚报»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第 Ａ８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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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执法”一样ꎬ其很难长期持续下去ꎮ􀃊􀁉􀁛

在上述各类花样执法手段的效益量化上ꎬ(１)在成本模块中ꎬ由于这类手段支出的

物质成本普遍高于常规手段ꎬ因此为 － ４ꎻ同时ꎬ这类手段虽然表面上“既达到了管理目

的ꎬ又避免了矛盾冲突”ꎬ但实际上ꎬ“矛盾冲突”并不是被化解了ꎬ而是被隐藏起来了ꎬ
其不仅没有解决双方之间的根本矛盾ꎬ甚至连个案矛盾也未消除———在这个意义上ꎬ各
类花样执法在出发点上就不同于前述的“设计 /建议”类指导ꎬ因此ꎬ其根除成本与其他

成本皆为 ０ꎮ (２)在收益模块中ꎬ由于个案中的执法目的基本能够实现ꎬ因此执法收益

为 ＋ ５ꎻ由于个案相对人只有单纯的利益损失ꎬ或者说执法过程并未顾及其利益、也未考

虑其可接受性ꎬ因此认同收益为 ０ꎻ由于舆论公关的目的较为明显ꎬ因此舆论收益为 ＋ ４ꎻ
由于基本无法长期反复使用ꎬ因此秩序收益为 ０ꎮ (３)在情绪模块中ꎬ由于这种手段并

不需要与个案相对人深入交流和沟通ꎬ因此情感联结为 ＋ ２ꎻ虽然其在个案中需要较多

的情绪投入ꎬ但由于使用次数有限ꎬ因此情绪耗竭为 － ２ꎮ 综合来看ꎬ具有“创新性”和舆

论宣传作用的花样执法手段ꎬ同样具有收益高于成本的正效益ꎻ但与“设计 /建议”类指

导相比ꎬ则显现出一定的差距ꎮ
(三)常规手段的实践困境:根本矛盾与柔性边界

无论是常规柔性执法手段下的“劝说”类指导还是“设计 /建议”类指导ꎬ或是作为

“变种”的各类花样执法ꎬ在实践中的限度之一在于ꎬ其无法解决“城管主体 － 相对人 －
相关人”之间的根本矛盾ꎮ 在前述案例中ꎬ“油烟排放 － 居民生活”“西瓜设摊 － 市容管

理”“贩卖水果 －环境交通”这三对根本矛盾并没有通过柔性执法手段得以实质上的消

除ꎬ只是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缓解ꎬ或是暂时性地隐藏起来———柔性执法并不能改变三方

根本上的利益冲突ꎬ或者说ꎬ商铺的经营需要和居民的安宁需要、摊贩的营利需要和城

市的环卫需要已经超出了“执法方式转换”所能应对的范畴ꎮ 就如论者所言ꎬ尽管柔性

执法“在刚性的管理过程中注入了温情ꎬ增强了管理部门与市民的沟通”ꎬ“但深层次的

矛盾和对立仍然明显”ꎮ􀃊􀁊􀁒

常规柔性执法手段在实践中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柔性边界”问题ꎬ或者说是“强制

与非强制的配比”问题ꎮ 一般而言ꎬ强制和非强制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两种基础性手

段ꎬ二者在适用领域和时间序列等方面有所差别ꎬ但并不是排斥 /替代关系ꎬ行政指导、
行政奖励、行政信息服务等柔性手段的使用并不意味着禁止强制手段进入ꎮ􀃊􀁊􀁓 而在上述

根本矛盾无法解除的前提下ꎬ一味地使用柔性手段则可能产生各种负效益ꎮ 就如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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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武汉城管这些年来的执法‘创新’ꎬ􀆺􀆺不过是某一时间里ꎬ突然搞一两下而已ꎮ 􀆺􀆺花样执法的范围也很小ꎬ以至

于ꎬ即使同一辖区ꎬ很多商贩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因为压根就没碰到过ꎮ” “武汉市城管委宣传处的工作人员􀆺􀆺
证实ꎬ所谓的鲜花执法、眼神执法等各种形式ꎬ确实不是常态化的执法手段ꎬ那不过是一种宣传的策略ꎮ 借此ꎬ主要

传递文明、非对抗的执法理念ꎬ并不是具体或惯用的执法行为ꎮ”参见燎原:«“执法”花样背后的武汉城管»ꎬ载«南风

窗»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４ 期ꎮ
刘国强:«城管执法需要“制度柔性”»ꎬ载«广州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第 Ｆ２ 版ꎮ
参见刘福元:«非强制行政的问题与出路———寻求政府柔性执法的实践合理性»ꎬ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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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ꎬ“城管柔性执法与执法对象遵纪守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ꎬ在一些情况下ꎬ柔性

执法反而鼓励了执法对象知法犯法ꎮ”􀃊􀁊􀁔在这一背景下ꎬ强制与非强制手段的度量与权衡

就会成为问题ꎬ一旦把控不当ꎬ就可能进入“办法硬了ꎬ有怨言ꎻ办法软了ꎬ不管用”􀃊􀁊􀁕的

尴尬境地ꎮ

三、执法面相之信用机制的设立与运转

(一)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道德上的诚信压力

与上述行政指导、花样执法等常规 /变种手段不同ꎬ晚近颇具创新色彩的是为执法

对象设立“信用”机制ꎬ即将执法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纳入信用记录 /档案ꎬ从而通过道

德或实体上的压力来促使执法对象自行改正ꎬ并预防相应行为再次发生ꎮ 从各地方的

实践状况上看ꎬ这种信用机制可以分为基础形态和高级形态两种ꎬ前者一般没有明确的

制度规范ꎬ亦未与社会通行的征信系统建立关联ꎬ而是在城管的事权范围内为执法对象

施以道德上的诚信压力ꎻ后者一般依托于既定的制度规范ꎬ并将城管事权范围内的信用

记录扩大适用于多个政府部门ꎬ或与社会通行的征信系统相连接ꎬ从而为执法对象施以

实体上的失信惩戒ꎮ
案例 ４: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安阳市内黄县城管局为有效治理占道经营、店外经营问题ꎬ采

取解释、教育、劝说的方式ꎬ让商户们签订«不占道经营承诺书»«不店外经营保证书»ꎬ
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ꎻ如果再犯ꎬ对他们再进行相关法规的教育解释工作ꎬ并再次签订

保证书ꎻ如果签订三次ꎬ仍然再犯ꎬ执法人员将采取强制措施ꎮ 经过三次教育和签订保

证书ꎬ再犯的商户自知理亏ꎬ也不好意思和执法人员争辩ꎬ这就进一步减弱了商户和执

法人员产生冲突的可能性ꎬ提高了整治效率ꎮ􀃊􀁊􀁖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１)承诺书、保证书的签订既不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直

接的强制手段ꎬ也不是举牌执法、反复执法􀃊􀁊􀁗等无形的强制手段ꎬ属于较为严格的柔性执

法方式ꎮ (２)该案例属于“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ꎮ 就“信用机制”而言ꎬ此处执法对

象所签订的承诺书和保证书ꎬ以及杭州市所采取的“视频承诺”􀃊􀁊􀁘、湘潭市雨湖区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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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吕德文:«武汉城管“柔性执法”新政»ꎬ载«决策»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ꎮ
潘文静、孟然:«看省会城管如何念好“服务经”»ꎬ载«河北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ꎬ第 ７ 版ꎮ
该案例参见任贵伟、任明坤:«城管采取新举措 柔性执法服人心»ꎬ载«安阳晚报»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第 Ａ６ 版ꎮ
“城管在一个点位上反复进行执法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做同一件事ꎬ既破坏了相对人的经营氛围ꎬ扰乱了相对人的经

营心态ꎬ更表明在这里经营是不安全的ꎮ 城管执法队员不断地用一种‘软方式’来遏制这类违法经营性行为ꎬ起到了

执法而不冲突、局部解决问题而不出现纠缠、短时清除违规点而不引发公开对抗行为的作用”ꎮ 参见课题研发组:
«城管执法操作实务»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８ 页ꎮ
“对城管初次查获的违法违章人员ꎬ让他们在摄像机前承诺‘不再犯’即可不再受惩罚ꎻ若再次被抓ꎬ城管队员可以拿

出之前的‘承诺视频’ꎬ促进问题解决ꎮ”参见于佳欣等:«权力清单不清晰ꎬ莫让城管变“剩管”»ꎬ载«新华每日电讯»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第 ６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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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诚信等级台账”􀃊􀁊􀁙等ꎬ实质上都是一种“信用”———执法对象承诺 /保证不再违反城市

管理规章制度后ꎬ若再行违反ꎬ即会产生“失信”或“不诚信”的道德压力ꎬ而城管后续的

处罚或强制就不仅会有规则上的合法性ꎬ而且会有道德上的正当性ꎬ此时在法律和道德

两个层面都没有支撑的执法对象就很难再行抗法ꎮ 换言之ꎬ上述承诺书、保证书等的签

订是一种信用机制的设立ꎬ执法对象承诺后ꎬ若守信依规则不会再有后续的处罚或强

制ꎻ若失信违法则法律和道德优势都在城管一方ꎬ相应的处罚或强制就不会再有太多障

碍ꎮ (３)就“基础形态”而言ꎬ其实此处执法对象“失信”的后果并不来自于失信本身ꎬ或
者说并不来自于法律规范对“失信”行为的惩罚ꎬ而是来自于对其“违反城市管理规章

制度”的惩罚———案例 ４ 中商户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并非源于违反承诺书、保证书ꎬ而是

源于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ꎻ信用机制在此处起到的是道德保障作用ꎬ而非下

文“高级形态”中的实体惩戒作用ꎮ
在上述信用机制“基础形态”的效益量化上ꎬ(１)在成本模块中ꎬ无论是承诺书ꎬ还

是视频录像ꎬ或是等级台账ꎬ其设立本身并没有太多成本ꎬ或者并未对执法工作增加太

多负担ꎬ因此物质成本为 － １ꎻ为获得持续性的执法效果ꎬ信用机制必须长期运转ꎬ因此

根除成本为 － ２ꎻ该形态中普遍采取的“初次不处罚”或“前期不处罚”等ꎬ使其违法成本

为 － ２ꎻ而该形态可由城管主体独自完成ꎬ因此协调成本为 ０ꎮ (２)在收益模块中ꎬ由于

多数个案中的执法目的都能实现ꎬ因此执法收益为 ＋ ４ꎻ由于执法对象并不占据法律和

道德优势ꎬ并在多次违反承诺后往往会“主动认罚”ꎬ因此认同收益为 ＋ ３ꎻ由于城管一方

占有双重优势ꎬ很难被相关人或公众苛责ꎬ因此舆论收益为 ＋ ３ꎻ当该形态长期运转时ꎬ
秩序收益为 ＋ ４ꎮ (３)在情绪模块中ꎬ由于该形态虽不需与个案相对人深入沟通ꎬ但沟通

的频率和次数较多ꎬ因此人际交流为 ＋ ３ꎻ由于承诺书、保证书的反复签订以及违章记录

的反复累积毕竟只出现在部分相对人身上ꎬ因此情绪耗竭为 － ２ꎮ 综合来看ꎬ该形态的

收益仍然显著高于成本ꎮ
(二)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实体上的失信惩戒

案例 ５:２０１６ 年ꎬ深圳市城管全面推广“律师驻队”工作模式ꎮ 城管带着律师上街执

法ꎬ遇到商户的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ꎬ“不吵不闹ꎬ只是一个劲地拍照”ꎮ ２０１５ 年曾开出

去一份罚单ꎬ摊主没当回事一拖大半年ꎬ城管没去“三催五请”ꎬ但一份落款“广东淳锋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却迅速追回了罚款ꎮ 由于违法摊贩名下无可执行的存款ꎬ他被列

入待执行名单ꎬ这会影响他的个人诚信记录ꎬ今后贷款将受限ꎬ这正是生意人最“忌讳”
的ꎮ 此后ꎬ同条街的商贩都主动捏着罚单找上执法队的门ꎬ不仅暴力冲突和违法行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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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湖区城管执法局建立了管理相对人违章诚信等级台账制度ꎬ如果经营业主‘门前三包’未落实到位ꎬ城管部门会

追踪记录并提醒业主整改ꎮ 只有当未及时整改记录达到一定次数时ꎬ才会进行相应处罚ꎮ 􀆺􀆺‘多次违章后ꎬ我都

不好意思不接受处罚了ꎮ’大湖街一位经营业主表示ꎮ”参见符瑶等:«雨湖区“三部曲”奏城管和谐音»ꎬ载«湘潭日

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第 １ 版ꎮ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幅减少ꎬ多年占道经营的市容顽疾也得到了遏制ꎮ􀃊􀁊􀁚

与前述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相比ꎬ“高级形态”的显著特征在于:(１)通常以明确

的制度规范为依据ꎮ 如«南宁市城市管理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办法(试行)»(２０１４)和«常
熟市城市管理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２０１７)都规定了失信行为的计分周期、计分

方法、失信公示和惩戒措施等内容ꎮ (２)并非仅局限于城管的事权范围ꎬ而是扩大适用

于多个政府部门ꎬ或与社会通行的征信系统相连接ꎮ 比如ꎬ上述南宁市文件第 １１ 条规

定:“失信联合惩戒单位在办理业务时ꎬ应当向市信用体系建设管理机构申请查询办理

业务对象的信用状况ꎮ”而“失信联合惩戒单位”则包括南宁市环保局、城建委、城管局、
房管局、交通局、税务局等 １５ 个政府工作部门ꎻ这就意味着ꎬ执法对象一旦进入“失信黑

名单”ꎬ在市内将“寸步难行”ꎮ 而常熟市文件第 １２ 条规定:“违反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累计扣分 １００ 分(含 １００ 分)的ꎬ列入严重失信行为ꎬ严重失信行为进入市公共信

用信息系统黑名单ꎬ并向社会公开ꎮ”这就将城管领域的失信记录与“市公共信用信息系

统”建立了关联ꎬ此时失信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不仅是行政上的ꎬ而且包含了民事上的ꎮ
此外ꎬ亦有论者提出ꎬ应当在城管执法领域引入以居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

础的统一社会征信管理制度ꎬ“如不履行行政义务ꎬ其不良信息被记入征信系统ꎬ将会影

响到其社会生活如社保、就业、贷款、医疗等各个方面ꎮ”􀃊􀁊􀁛由此可见ꎬ由于失信行为的不

利后果可以扩展到城管之外的多个领域ꎬ甚至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ꎬ这就显著增

加了执法对象所须担负的违法成本ꎮ (３)能够对失信行为本身进行实体惩戒ꎮ 就“失信

行为本身”而言ꎬ这一形态中较为常见的是ꎬ将执法对象的违法行为换算成信用分数(负
分)ꎬ当分数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则进行惩戒ꎮ 如常熟市文件第 ９ 条规定:“一年内违反城

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ꎬ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ꎬ每起扣 ５ 分”ꎻ“无正当理由拒

不履行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ꎬ每起扣 ５０ 分”ꎬ等等ꎮ 这类规定的逻

辑链条可以表示为:“违法行为→信用分数→失信惩戒”ꎬ失信惩戒的对象并不(直接)
是“违反城市管理规章制度”的行为ꎬ而是执法对象的“不良信用”ꎬ或者说ꎬ“失信惩戒”
所惩戒的是“失信”本身而非前置的违法行为———对于失信人而言ꎬ“违法惩戒”和“失
信惩戒”是彼此独立、分别进行的ꎬ其所遭受的是“违法惩戒”和“失信惩戒”相互平行的

“双重惩戒”ꎮ 就“实体惩戒”而言ꎬ其表现为实体上的不利而非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ꎬ
比如ꎬ南宁市文件在附件 ３«南宁市城市管理领域个人失信行为惩戒措施汇总表»中将

“１ 年内不得申请住房保障ꎬ或者暂停发放 ６ 个月保障房货币补贴ꎬ或者延长 ６ 个月轮候

期”、“通报银行业监管部门并建议降低失信人员信用贷款额度”等 １５ 项实体上的不利

后果列入了“中度黑名单惩戒措施”ꎮ
在上述信用机制“高级形态”的效益量化上ꎬ(１)在成本模块中ꎬ信用分数的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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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例参见李孟:«吃“软”不吃“硬”ꎬ城管一腔深情孰懂? ———“柔性执法”效应力调查»ꎬ载«中华建设»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陈兵斌:«改善城管执法体制的方法研究»ꎬ载«城市管理与科技»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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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系统的运行都可以通过数据信息平台进行ꎬ未对执法工作带来过多负担ꎬ因此物质

成本为 － １ꎻ信用机制的长期运转使得根除成本为 － ２ꎻ由于无论是律师驻队ꎬ还是与另

外 １４ 个部门设立“失信联合惩戒单位”ꎬ或是将失信记录接入“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ꎬ
都不是城管独自所能完成ꎬ都需要借助外部力量———甚至说ꎬ对于失信行为的惩戒其实

主要是通过外部力量来实现的ꎬ因此协调成本为 － ４ꎻ由于对前期违法行为采取的是“计
分”而非“不处罚”ꎬ因此违法成本为 ０ꎮ (２)在收益模块中ꎬ尽管该形态并不直接针对个

案ꎬ但能为执法对象带来“全方位”的违规压力ꎬ从而促使其在利害权衡下自觉守法甚至

“主动上门缴纳罚款”ꎬ因此执法收益为 ＋ ３ꎻ尽管失信惩戒实现了制度化并具有公开性ꎬ
亦有“信用”作为法理基础ꎬ但在这一过程中执法对象既没有深度参与的机会ꎬ亦没有选

择的余地ꎬ因此认同收益为 ＋ ２ꎻ同理ꎬ该形态作为城管常态化的管理制度之一ꎬ舆论收

益为 ＋ ３ꎻ当该形态长期运转时ꎬ由于较高的违法成本ꎬ可以预期城管规章会获得进一步

的遵守ꎬ因此秩序收益为 ＋ ４ꎮ (３)在情绪模块中ꎬ由于该形态的运转仅需城管人员对于

个案相对人“计分”即可实现ꎬ几乎无需单独交流与沟通ꎬ因此情感联结为 ０ꎻ由于信用

机制的加入等于是为城管人员增加了新的工作负担ꎬ因此情绪耗竭为 － １ꎮ 综合来看ꎬ
尽管该形态的收益仍然高于成本( ＋ ４)ꎬ但与上文的“基础形态”( ＋ １０)相比则有明显

差距ꎻ其原因之一在于ꎬ“高级形态”所显示出的“制度刚性”在个案处理上效果不如“基
础形态”中的“法外柔性”那样显著ꎮ

(三)信用机制的实践困境:违法执法与信用不及

信用机制中“基础形态”所遇到的实践困境在于ꎬ其所涉及的“初次不处罚”“前期

不处罚”等措施本身涉嫌违法ꎮ 部分地方的“轻微问题告诫”􀃊􀁋􀁒还可以视为是在法律规

定的处罚幅度内裁量权适用的结果ꎬ但另一些地方所采取的“首违不罚制”􀃊􀁋􀁓以及前文

提及的“承诺书”“保证书”“视频承诺”“诚信等级台账”等则未限制初次或前期违法的

程度ꎬ或者说ꎬ即便执法对象实施了一般或较重程度的违法行为ꎬ为了信用机制的设立

与运转ꎬ其也不会受到处罚ꎮ 问题在于ꎬ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ꎬ这实质上是违

法的ꎬ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法律规范的严肃性ꎬ或者会带给人处罚与否不是法律规范

说的算ꎬ而是城管说的算ꎬ城管的政策、措施以及主观判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印象ꎮ
而信用机制中“高级形态”所遇到的实践困境则在于ꎬ其适用对象相对有限ꎬ或者

说ꎬ其只适用于对信用及失信惩戒比较“在意”的执法对象ꎬ反之则很难起到预期效果ꎮ
比如ꎬ同为市场经营者ꎬ有固定店面、规模较大的长期经营者对信用较为在意ꎬ失信惩戒

对其造成的不利后果也更为严重ꎻ而无固定场所的流动摊贩、频繁更换“值守”场所的劳

务提供者ꎬ以及商品质量和食品卫生存在问题的经营者ꎬ其在某一地点 /区域的经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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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管理部门对违法违规情节较轻并能及时纠正、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违法违规行为ꎬ采用行政告诫、警示方

式要求行政相对人立即自行纠正ꎬ并告知其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而不对其实施行政处罚ꎮ”参见前引􀃊􀁉􀁕ꎬ缪卫华、王
小星文ꎮ
参见吕尚敏:«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以 Ｗ 河道管理局为样本的法社会学考察»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３６￣１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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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常是短期的ꎬ甚至只是一次性的ꎬ不需要稳定的顾客群体ꎬ也不需要持续性的商业

信誉ꎬ失信惩戒难以对其发挥实效———简言之ꎬ信用机制无法作用于“信用不及”之处ꎮ

四、执法面相之居于执法边缘的“和谐共处”

(一)“和谐共处”:双方合意下的执法默契

城管人员和执法对象“和谐共处”是较为少见但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ꎬ其主要表现

为ꎬ在执法过程中双方各让一步ꎬ既能保证城管人员完成工作ꎬ又能维持执法对象的经

营活动ꎻ既让城管人员避免了因硬性执法而给自身带来的风险ꎬ又让执法对象避免了暴

力抗法或失去经营机会的不利后果ꎬ双方都能在此一过程中受益ꎮ 由于双方之间存在

着“协议”或“默契”ꎬ因此此一模式下基本没有冲突或暴力ꎻ虽然对于“执法”而言较为

勉强ꎬ但笔者仍将其归入“柔性执法”的范畴内加以分析ꎮ
案例 ６: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天龙路一带ꎬ城管执法过程中很少发生冲突ꎬ通常情况是

“互相给面子”:一旦城管来了ꎬ这些租用商户门前地盘经营小吃的人就主动退挤到商户

的屋檐下ꎻ执法人员时常会买几瓶饮料ꎬ在菜馆门前边喝边聊ꎻ其间并没有城管吼叫、训
斥、抢东西等场景ꎬ像在例行公事一样ꎬ坐等到点散去ꎮ 随着执法人员的离去ꎬ这些商贩

又呼啦啦地将屋内的东西朝路边铺开ꎬ这一带再次恢复了往昔的热闹ꎮ􀃊􀁋􀁔

案例 ７:城管人员在某小区门口发现了摊贩ꎬ􀆺􀆺城管人员:“这几天要搞大检查ꎬ
你们就别过来了ꎮ”摊主:“知道了ꎬ我们会配合的ꎮ”第二天城管人员再来检查时ꎬ摊贩

确实没来ꎮ 在这个场景中ꎬ城管人员通过提醒的方式给摊贩充足的时间离场ꎬ避免直接

冲突ꎻ摊贩则以时间换空间ꎬ在大检查时段内以离场方式表达对其权威的认可ꎮ􀃊􀁋􀁕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１)由于此一过程中城管人员仅进行了身份性的“在场”
宣示或者口头上的通知 /劝说ꎬ能否称得上“执法”尚存有疑问ꎬ其中显然不含任何强制

因素ꎮ 若该情景成为一种惯例或持续性的“规则”ꎬ则可认为城管人员和执法对象之间

形成了一种“相互配合”“和谐共处”的局面ꎮ (２)由于这种局面对双方均有利ꎬ因此有

些类似于博弈语境下“自己活ꎬ也让别人活”􀃊􀁋􀁖的情景ꎻ其中不仅混合了正式规则和非正

式规则ꎬ而且能使交易成本降至最低ꎮ􀃊􀁋􀁗 可以说ꎬ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共同选择了既有利

于自身、又能被对方接受ꎬ并且所需成本最低的“最优”模式ꎻ而双方的共识、默契或认可

则是这一模式成立的前提ꎮ (３)从另一个角度看ꎬ这也意味着来自国家层面的城管规章

是不符合双方效用的ꎬ而“和谐共处”则可视为是双方在长期试错过程中混合、变通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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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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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案例参见前引􀃊􀁉􀁛ꎬ燎原文ꎮ
该案例参见董艳春:«构建城管执法的协商治理模式»ꎬ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这种博弈情景较早地出现在一战时的交战双方ꎬ参见[英]菲利普􀅰鲍尔:«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ꎬ暴
永宁译ꎬ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ꎬ第 ３３１￣３３４ 页ꎮ
参见[美]罗伯特􀅰Ｃ􀅰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ꎬ苏力译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ꎬ第 ３０６￣３０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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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的规则ꎻ由于这种规则明显有悖于国家层面的制度ꎬ因此只能是默示的不能是明示

的ꎬ也不能大范围地使用甚至“推广”ꎬ更不能改变城管人员和执法对象之间冲突和对抗

的根源———即便是在作为其发端的一战中ꎬ“自己活ꎬ也让别人活”的博弈结果也是极个

别的现象ꎮ
在上述执法双方“和谐共处”的效益量化上ꎬ(１)在成本模块中ꎬ由于这种默示规则

明显违反国家层面的城管规章ꎬ并且在程度上显著高于信用机制下的“前期不处罚”ꎬ因
此违法成本为 － ５ꎻ由于几乎没有实质上的执法行为ꎬ因此其他成本皆为 ０ꎮ (２)在收益

模块中ꎬ由于违法行为并未发生变化ꎬ因此执法收益为 ０ꎻ由于这种默示规则须经执法对

象合意并获得认可ꎬ因此个案相对人的认同收益为 ＋ ５ꎻ但由于其中并未纳入个案相关

人及其他居民的意见ꎬ有时还会为其带来负效益ꎬ因此舆论收益为 ０ꎻ当该模式长期运转

时ꎬ尽管既不“合法”也不完全“合理”ꎬ但仍会在双方之间形成一种“相安无事”的秩序ꎬ
在这个意义上ꎬ秩序收益为 ＋ ２ꎮ (３)在情绪模块中ꎬ当默示规则形成后ꎬ双方几乎无需

交流与沟通ꎬ亦无情绪上的支出与回报ꎬ因此情感联结和情绪耗竭皆为 ０ꎮ 综合来看ꎬ由
于“和谐共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执法不作为”的特征ꎬ既无支出亦无收益ꎬ因此多项

效益指标皆为 ０ꎻ其中的 － ５ 和 ＋ ５ 可以视为是城管人员用执法不作为换取了执法对象

的认同ꎬ而其间所形成的“相安无事”的秩序( ＋ ２)ꎬ则使该形态的整体效益勉强为正ꎮ
(二)“和谐共处”的实践困境:执法不作为和居民负效益

“和谐共处”模式的首要问题即是执法不作为ꎬ或者说这种双方都能获益的和谐局

面是城管一方通过不同程度地放弃执法职责来换取的ꎻ尽管其能在执法双方之间形成

“相安无事”的秩序ꎬ但城市管理秩序本身并未得到维护ꎮ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ꎬ这种执法双方的共识、默契或认可忽视了第三方———个案相

关人及其他居民———的利益ꎬ或者说ꎬ这种默示规则是双方的ꎬ而城管秩序中的主体却

至少是三方的(城管 －摊贩 －居民)ꎬ未经居民参与并认可的“双方协议”可能因对其不

利而遭受质疑ꎮ 比如ꎬ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海口市某市民经过龙昆南中国城公交站路段时ꎬ看
到很多小贩热热闹闹地摆摊卖着水果、清补凉、炒粉、米线等ꎬ而 ３ 名城管人员则坐在占

道经营摊位上悠然地抽烟喝茶聊天ꎻ事件曝光后ꎬ有市民留言“希望城管们能做好本职

工作ꎬ好好引导小摊小贩ꎬ还大家一条干净宽敞的路”ꎻ琼山区城管大队对两名当事人进

行了通报批评ꎬ并对其中一名副中队长进行了免职处理ꎮ􀃊􀁋􀁘 在此一事件中ꎬ尽管城管和

摊贩“相安无事”ꎬ但过往车辆的通行利益、附近居民的环境利益、就餐顾客的食品安全

利益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ꎮ 简言之ꎬ国家层面的城管规章虽然不符合执法双方

的效用ꎬ但却体现了城市管理秩序以及部分居民的利益ꎬ而“和谐共处”模式在使城管获

益的同时却让其背负了不作为的责任和第三方质疑的风险ꎬ是为柔性执法诸面相中相

对代价最高的一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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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执法面相之个案之中的“根本解决问题”

(一)“根本解决问题”:来自城管主体的“利他帮助”
在柔性执法的诸多动机中ꎬ主动性最强的即是为相对人提供“利他帮助”ꎬ其“不受

内部和外部压力驱使、不含政绩或行政成本的考虑、亦非由法律规范所硬性要求ꎬ而是

几乎完全出自内心愿望”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城管主体以相对人的利益为目的ꎬ主动提供

法定要求之外的帮助ꎬ为其解决根本问题ꎬ长期或永久性地避免违法行为再次发生ꎮ
案例 ８:孙琪是郑州市金水区聂庄村村民ꎬ家里 ５ 口人ꎬ父亲和弟弟因病生活不能自

理ꎬ母亲患软骨病不能直立行走ꎬ她和丈夫靠摆摊卖粥维持一家人生计ꎮ 因长期占道经

营ꎬ她经常与前去执法的城管中队长赵峥“相逢”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她的堂嫂做饭时不慎

油锅着火ꎬ全身严重烧伤ꎬ堂哥的手臂也被烫伤ꎮ 面对高昂医药费手足无措的孙琪ꎬ试
着给赵峥发了一条求助短信ꎻ赵峥则表示要号召队员捐款ꎬ随后将一条“让每个人献出

一份爱ꎬ帮助烧伤的商贩一家人渡过难关!”的救助信息发到了城管局的官方微信群中ꎮ
５ 月 ５ 日ꎬ赵峥第 ３ 次将城管队员们的爱心款交到孙琪手中ꎬ缓解了孙琪一家的医药费

问题ꎮ􀃊􀁋􀁚

案例 ９:２０１４ 年ꎬ广安市城管在实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时ꎬ要求居民和商户撤掉防

护栏ꎬ而城南天府饭店附近的一家商户始终不予配合ꎮ 城管人员了解到ꎬ一年前ꎬ该商

户老板买到一个经开区的开发指标ꎬ后来政府统一开发经开区ꎬ这个指标也就作废了ꎬ
但并没有把买指标的钱退还ꎻ城管人员随即带商户老板到相关部门解决了此事ꎮ 此后ꎬ
商户老板坦言他的店面被偷了两次ꎬ因此不愿撤掉防护栏ꎬ而城管人员则建议他安装隐

形防护网ꎬ并带他去商店选购ꎮ 最终该商户撤掉了防护栏ꎮ􀃊􀁋􀁛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１)无论是为相对人捐款、协助退款、还是安装防护网ꎬ都
属于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利他帮助的行为ꎬ不仅不含有刚性和强制性内容ꎬ而且是柔性执

法诸面相中最具利他、服务和柔性色彩的一种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这些行为是以相对人利

益为目的主动实施的ꎬ而非依循法律的要求被动作出的ꎬ或者说其实这些行为都不在城

管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城管并没有责任和义务为摊贩捐款、解决指标退款问题以及

帮助选购防护网ꎬ换言之ꎬ即使不实施上述行为ꎬ其也完全不构成“行政不作为”ꎮ 因此

尽管其在形式和结果上符合“柔性执法”的特征ꎬ但在内涵上已经超越了“执法”的范

畴———“城管执法”是一种“负担性行政”ꎬ而在法定要求之外主动增进执法对象的利

益ꎬ则可认为是一种“利他行为”ꎮ (２)从执法效果上看ꎬ案例 ８ 中ꎬ尽管城管的捐款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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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孙琪当下的医药费问题ꎬ而不能解决一家人的谋生问题ꎬ或者说无法改变其“流
动摊贩”的谋生手段ꎬ但至少会使其愿意接受疏导点中的摊位ꎻ在这个意义上说ꎬ孙琪

“个案”中的“占道经营”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ꎮ 案例 ９ 中ꎬ城管通过协助退款换取了商

户老板配合执法工作ꎬ而“帮助选购防护网来替换防护栏”ꎬ显然比单纯地“依法撤掉防

护栏”更能解决防盗问题ꎻ在这个意义上说ꎬ商户“个案”中的“防护栏”乃至于“防盗”问
题也得到了根本解决ꎮ (３)从适用范围上看ꎬ“根本解决问题”这种方式主要是“一对

一”的ꎬ即为个案中的相对人解决问题(案例 ８)ꎻ也可以是“一对多”的ꎬ即为存在同一问

题的一类相对人解决问题(案例 ９ 中“防护网替换防护栏”可适用于复数商户)ꎻ甚至可

以是“一对领域”的ꎬ即通过“将建筑垃圾清运和资源化利用引入市场机制”等方案来从

根本上解决建筑垃圾领域的城市管理问题ꎬ􀃊􀁌􀁒等等ꎮ 但从整体上看ꎬ其主要还是“个案性

的”ꎬ而不是“体制性的”———其能为个案相对人根本解决问题ꎬ使其在城管领域的违法

行为不再发生ꎬ但仍无法解决各方之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ꎮ
在上述为执法对象“根本解决问题”的效益量化上ꎬ(１)在成本模块中ꎬ由于这种

“利他帮助”不仅需要支付原有的执法成本ꎬ而且需要支付“执法工作”之外的成本ꎬ其
尽管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ꎬ但支付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多ꎬ因此物质成本和根除成

本皆为 － ５ꎻ由于案例 ９ 中退款问题所涉及到的部门间协调仅为偶然现象ꎬ因此协调成

本为 － １ꎻ由于“额外”的利他行为并不违反城管规章ꎬ因此违法成本为 ０ꎮ (２)在收益模

块中ꎬ由于个案中的执法目的已经全部实现ꎬ因此执法收益为 ＋ ５ꎻ由于作为受益对象的

相对人通常都会认可城管的“利他行为”ꎬ因此认同收益为 ＋ ５ꎻ由于不仅未对个案相关

人及其他居民带来负效益ꎬ而且较易获得其支持和肯定ꎬ因此舆论收益为 ＋ ５ꎻ由于个案

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得到了长期或永久性地消除ꎬ因此秩序收益为 ＋ ５ꎮ (３)在情绪模块

中ꎬ由于该模式需要城管人员基于关心或同情并与执法对象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

才能实现ꎬ因此利他帮助为 ＋ ５ꎻ相应地如果其大范围、高频率地实施ꎬ也会对城管人员

带来过大的精神负担ꎬ因此情绪耗竭为 － ５ꎮ 综合来看ꎬ作为柔性执法中力度 /幅度最大

的一种ꎬ“根本解决问题”不仅得到了各项均为“满分”的收益ꎬ同时也支付了大量的成

本ꎻ尽管该形态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正效益ꎬ但由于成本过高也难以大范围地实施ꎮ
(二)“根本解决问题”的实践困境:成本高昂及转移负担的风险

“根本解决问题”在实践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即是成本过于高昂ꎬ除有形成本外ꎬ还需

要复数的城管人员反复消耗大量时间———虽然在问题解决后该执法对象可能一劳永逸

地离开城管的“执法视野”ꎬ等于是将持续性的执法行为集中在了前期的某个点上ꎬ但若

为辖区内所有生活困难的摊贩捐款ꎬ或者帮所有商户更换防护网ꎬ那么不仅物质成本极

为可观ꎬ而且也很难有足够的人员和时间去开展这些“浩大的工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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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ꎬ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在于ꎬ该形态下高昂的成本是否会转由执法对象

承担ꎬ或者说是否会分摊到执法对象身上? 比如ꎬ为了解决路边烧烤的油烟污染、噪声

扰民等问题ꎬ临沂市城管局推广使用“环保烧烤炉具”ꎬ新炉具“不但外形美观整洁ꎬ更
重要的是增设了空气净化装置ꎬ大大减少了污染􀆺􀆺一氧化碳排放降低 ８３％ ꎬ致癌的苯

并芘排放降低 ９９. ７％􀆺􀆺目前全市 ９０％以上烧烤摊都更换了新型炉具”ꎮ􀃊􀁌􀁓 诚然ꎬ新型

烧烤炉具的推广和使用能够解决一系列环境问题ꎬ但有可能引发另一系列问题ꎬ即新炉

具的更换是否由商贩来承担费用? 费用是否合理? 若新炉具未能起到预期的环保效果

应当如何处理以及由谁承担责任? 若商贩拒绝更换是否应采取强制措施? 城管和新炉

具生产者是否存在利益勾连? 等等ꎮ 再如ꎬ为了解决报摊业主的占道经营问题ꎬ武汉市

武昌区城管局设计出一款新型售报车ꎬ其正面、背面均可撑开 ３０°角ꎬ可分 ３ 层陈列近 ２０
份报纸ꎬ平面可摆放 １０ 余份杂志ꎬ侧面可放置矿泉水饮料ꎬ车内还可存放货物ꎮ 尽管该

售报车“既满足了该路段报摊零售人员的就业需求􀆺􀆺同时消除了以往报摊杂乱占道

的状况ꎬ优化了市容秩序”ꎬ􀃊􀁌􀁔但问题仍然是ꎬ这种为每个摊主“私人定制”的售报车是否

需由摊主承担费用? 费用是否合理? 若摊主拒绝使用是否应采取强制措施? 城管和售

报车生产者是否存在利益勾连? 等等ꎮ 与案例 ８ 和案例 ９ 中城管单纯的利他行为不

同ꎬ在新炉具和售报车的更换过程中ꎬ执法对象可能是有成本的ꎬ这等于是城管将“根本

解决问题”的成本部分或全部地转移到了执法对象身上ꎬ其不仅增加了执法对象“可接

受性”的问题ꎬ甚至还存在着城管“营利”的风险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源自“利他帮助”的

“根本解决问题”ꎬ其前提应当是没有增加执法对象的负担ꎻ否则即需考虑其可能产生的

副作用并防止不良因素隐藏其中ꎮ

六、城管柔性执法诸面相的“优先级”设置

至此ꎬ我们已对城管柔性执法的 ４ 重面相共 ６ 种形式分别进行了考察和分析ꎬ并按

照 ３ 个模块共 １０ 项指标进行了效益量化ꎮ 在此基础上ꎬ我们一方面将诸面相的效益量

化情况汇总如下(见表 ２)ꎬ另一方面ꎬ由于任何一种面相都未呈现出完整的“之”型线ꎬ
或者说不存在各项成本皆为 ０、收益皆为 ＋ ５ 的情形ꎬ加之任何一种面相都存在着明显

的实践困境ꎬ因此所有面相都不是“全善”的ꎬ在实践中应当根据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
法领域等因素进行选择和排序ꎬ即对诸面相进行“优先级”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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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城管柔性执法诸面相效益量化情况汇总

第一ꎬ按照“效益最大化”的一般思路ꎬ诸面相应当首先按照成本与效益相抵后剩余

数值的大小进行排序ꎬ即:“设计 /建议”类指导( ＋ １１) >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 ＋ １０) >
“根本解决问题”( ＋ ９) >各类花样执法( ＋ ５) > 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 ＋ ４) > “和谐共

处”( ＋ ２)ꎮ 从上述排序可以看出ꎬ各面相的效益数值与其服务属性基本呈正比例关

系———“设计 /建议”类指导和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都是城管主动提出并带有创新性的

服务ꎬ而“根本解决问题”则已迈入了“利他帮助”的领域ꎻ相较而言ꎬ由于各类花样执法

隐含了“无形的强制”、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制度刚性过于明显ꎬ以及“和谐共处”并无

服务可言ꎬ因此整体效益也相对较低ꎮ 简言之ꎬ以“综合效益”为衡量标准ꎬ城管应当优

先选择服务性更强的柔性执法方式ꎮ
第二ꎬ“优先级”设置还应对特殊指标进行单独考虑:(１)“根除成本”和“秩序收益”

都是关涉到执法效果长期化和持续化的指标ꎬ其不仅涉及到个案问题的解决程度ꎬ而且

涉及到相关秩序的稳定程度ꎮ 尽管诸面相中ꎬ能够获得秩序收益者大多需要支付较高

的成本ꎬ但笔者认为这种成本是值得的———在城管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允许的前提

下ꎬ应当优先选择“设计 /建议”类指导、“根本解决问题”等能够缓解或消除矛盾和问题

的执法方式ꎮ (２)“认同收益”和“舆论收益”都是关涉到城管外部评价的指标ꎬ尽管多

数情况下二者都呈正相关关系ꎬ二者不能相互替代ꎬ并且不能因追求一方而放弃 /放任

另一方ꎮ 比如ꎬ在前述的“举牌执法”中ꎬ城管为了媒体和舆论宣传而放弃了个案相对人

的认同ꎻ而在前述的“和谐共处”中ꎬ城管为了摊贩的默契而放弃了附近居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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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相对人、相关人及其他居民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求ꎬ应当将其放置在同一水平

线上加以考虑ꎬ不宜顾此失彼ꎮ (３)“违法成本”和“协调成本”则是稍显“敏感”的成本:
在“违法成本”方面ꎬ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和“和谐共处”皆有涉及ꎮ 对于前者而言ꎬ可
以说其服务性、可接受性以及较高的综合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违法执法”为前提的ꎬ
尽管我们并非全然否定ꎬ但仍建议将“前期不处罚”限制在情节轻微或较轻的违法行为

上ꎬ以尽可能地降低“违法成本”所带来的负效益ꎮ 在“协调成本”方面ꎬ信用机制的高

级形态和“根本解决问题”皆有涉及ꎮ 对于后者而言ꎬ有时城管执法确实需要其他部门

的配合或帮助ꎬ􀃊􀁌􀁕此时更需担心的往往不是成本高低ꎬ而是城管囿于程序烦琐、耗时耗力

乃至于“不愿求人”等因素不去与其他部门协调ꎬ以至于执法工作不能得到更为理想的

结果ꎮ 对此ꎬ笔者认为协调成本是值得支付的ꎬ特别是城管与各部门形成长期且固定的

协作关系后ꎬ很多执法工作中的难题甚至顽疾都会迎刃而解ꎮ (４)在情绪模块的 ４ 项指

标中ꎬ诸面相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ꎬ即无论是情感联结、人际交流还是利他帮助ꎬ相
对人所接受的“情绪层级”都与城管人员的“情绪耗竭”成正比ꎬ或者说ꎬ城管人员与相

对人的交流和沟通越深入、越频繁ꎬ其在精神上的负担也就越大ꎮ 然而对这一模块的关

注并不是建议城管采取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和“和谐共处”这类几乎不和相对人发生情

感关联的方式ꎬ而是提示城管将情绪劳动纳入到综合效益的考量中———“设计 /建议”类
指导和“根本解决问题”等虽能取得优良的执法效果ꎬ但若长期反复使用则可能使城管

人员不堪重负ꎬ过早地超过“情绪耗竭”的极限ꎬ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使本应具有柔性和服

务性的执法方式发生变形ꎬ包括主动性不足、应付了事甚至以强制相威胁等等———情绪

模块中的各项指标虽然不像其他模块那样外在、明显和容易识别ꎬ但却内在且持续地发

挥着作用ꎮ
第三ꎬ“优先级”设置还应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其他相关因素:(１)注意隐含着的强制

因素ꎮ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ꎬ本文是在“非强制框架下”探讨各种问题ꎬ“非强制”应当是

柔性执法诸面相的前提和基础ꎻ尽管强制和非强制并不是排斥 /替代关系ꎬ但我们仍然

不赞成将强制因素融入到非强制手段中ꎬ形成“强制仍是强制、非强制也包含强制”的局

面ꎮ 比如ꎬ举牌执法和反复执法等花样执法中隐含了“无形的强制”ꎬ或者说其仅仅是用

“情景上的强制”取代了“物理性的强制”ꎻ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虽然表现为一种不含直

接强制的“督促机制”ꎬ但对相对人的失信惩戒更倾向于一种强制制裁ꎻ“根本解决问

题”时若要永久性地排除某一领域内的问题ꎬ依靠全体相对人的自愿配合恐怕不太现

实ꎬ此时就存在着强制接受和“转移负担”的风险ꎬ等等ꎮ 尽管融入强制因素能够节省执

法成本ꎬ并能将城管的意志付诸实现或加以推广ꎬ但这毕竟有违柔性执法的初衷ꎬ甚至

可能成为“以柔性之名行强制之实”的形象工程ꎬ因此应当在柔性与刚性、非强制与强制

之间尽可能清晰地划出界限ꎮ (２)注意诸面相各自的实践困境ꎮ 通过上文可知ꎬ其实每

种面相都存在着自身的实践困境ꎬ而在具体执法情景的“优先级”设置中应当对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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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考虑ꎮ 比如ꎬ“设计 /建议”类指导的实践困境较为泛泛ꎬ主要是诸面相的共性问题ꎻ
“根本解决问题”的“转移负担”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风险ꎬ风险的程度与所要解决的问

题领域成正比ꎬ在面对个案相对人时可以忽略不计ꎬ但在面对执法领域时则须审慎权

衡ꎻ信用机制所面临的“信用不及”需要根据相对人进行调整ꎬ即对于“在意”信用的相

对人调高该方式的适用顺序ꎬ而对于“无关痛痒”的相对人则调低其适用顺序ꎬ等等ꎮ
最后ꎬ诸面相可以根据适宜度与城管执法的诸领域进行匹配ꎬ即将诸种柔性执法方

式及其优先级设置分别对应到各个执法领域中去ꎬ形成相对稳定的参照方案ꎮ 由于城

管事权纷繁复杂ꎬ其所映射的执法领域也形态各异ꎬ􀃊􀁌􀁖我们仅就实践中较为常见且本文

涉及的 ４ 个领域进行匹配(见表 ３)ꎮ
表 ３　 柔性执法方式与城管执法领域匹配情况示意

流动摊贩 商户店铺 环境卫生 经营工具

“设计 /建议”类指导 √ ２ 序 √ ２ 序 √ １ 序 √ １ 序

各类花样执法 √ ４ 序

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 √ ３ 序 √ ３ 序 √ ２ 序 √ ２ 序

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 √ ４ 序 √ ３ 序

“和谐共处”

“根本解决问题” √ １ 序 √ １ 序 √ ３ 序

案例 ２、３、８ 案例 ４、５、９ 案例 １ 新炉具和售报车

注:“√”为可以采取的柔性执法方式ꎬ“１ 序、２ 序􀆺􀆺”则是不同柔性执法方式的优
先级设置ꎮ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ꎬ每一执法领域都有 ３ 至 ４ 种执法方式可以适用ꎬ而“和谐共处”
这种“自生自发”的被动形态不宜在任何执法领域中主动适用ꎻ同时这里的优先级排序

也意味着ꎬ如果某种方式在具体个案中缺乏实施条件或者难以达至预期效果ꎬ则应转而

考虑下一顺位ꎮ 具体而言:
(１)在以“流动摊贩”为执法对象的领域中ꎬ应当优先考虑“根本解决问题”(１ 序)ꎬ

即长期或永久性地消除相对人的违法行为ꎻ但若成本过高或无“根本解决”之可能ꎬ则应

按“综合效益”标准依次考虑后续的“设计 /建议”类指导(２ 序)和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

(３ 序)ꎻ由于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对于流动摊贩往往起不到作用ꎬ因此未将之列入排序

范围ꎻ而各类花样执法则是前 ３ 序皆无效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４ 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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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其同样不宜在任何执法领域中主动适用ꎬ但作为一种“柔性”手段ꎬ其总要好过于强制

乃至于暴力执法ꎮ 以案例 ３ 为例ꎬ对于在商业广场入口处贩卖水果的摊贩ꎬ应当首先考

虑是否存在为其一家人———特别是怀孕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解决生活困难的可能

性(１ 序)ꎻ若无可能则应动员其进入疏导点或市场内经营ꎬ并在费用方面给予优惠或减

免(２ 序)ꎻ若该摊贩拒绝前往则仍可以采取承诺书、保证书、视频承诺等加以督促(３
序)ꎻ若所有方式皆无效ꎬ即可采取案例 ３ 中实际采取的“举牌执法”方式(４ 序)ꎮ

(２)在以“商户店铺”为执法对象的领域中ꎬ１ 序至 ３ 序与上述“流动摊贩”时相同ꎻ
由于相对而言ꎬ其属于“有固定店面的长期经营者”ꎬ因此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可以适

用ꎬ但考虑到该方式的制度刚性过于明显ꎬ因此将之设为 ４ 序ꎮ 以案例 ９ 为例ꎬ对于不

愿撤掉防护栏的商户ꎬ应当首先与其深入沟通并了解不愿撤掉的原因ꎬ进而通过案例 ９
中实际采取的“协助退款”“帮助更换防护网”等措施为其“根本解决问题”(１ 序)ꎻ若无

实施条件ꎬ则应为其考虑其他可行的折中方案(２ 序)ꎻ若无方案可行或者商户拒绝接

受ꎬ则可通过信用机制对其施以道德上的诚信压力(３ 序)ꎬ乃至于通过“失信黑名单”
“信用信息系统”等对其施以实体上的失信惩戒(４ 序)ꎮ

(３)在“环境卫生”这一执法领域中ꎬ“根本解决问题”通常无法适用ꎬ如垃圾污染、
油烟污染、噪声污染等属于连续 /持续性的城市管理问题ꎬ很难针对个案相对人或该领

域寻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措施或方案ꎬ因此未将之列入排序范围ꎻ而这一领域的执法

对象既有可能是流动摊贩又有可能是商户店铺ꎬ因此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可以适用ꎻ范
围内的三种方式ꎬ其排序与上述“商户店铺”时相同ꎮ 以案例 １ 为例ꎬ对于经营中存在油

烟污染的店铺ꎬ应当首先考虑是否有可行的方案来缓解这一问题ꎬ即如案例 １ 实际采取

的那样设计出既能避免油烟直排、又具有安装可能性的改造方案(１ 序)ꎻ若无方案可行

或者店主拒绝接受ꎬ则可通过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督促其减少油烟排放或自行设计改

造方案(２ 序)ꎻ若店主仍然拒绝ꎬ则可转而适用信用机制的高级形态(３ 序)ꎮ
(４)对于“经营工具”这一问题ꎬ此处主要针对的是“根本解决问题”中存在转移负

担风险的更换新炉具和售报车等措施ꎮ 以此为例ꎬ对于经营路边烧烤和报纸的摊贩ꎬ应
当首先通过“设计 /建议”类指导动员其进入疏导点或市场内经营ꎬ也可如案例中实际采

取的那样建议其更换新炉具和售报车(１ 序)ꎬ但此时不得强制更换ꎻ若不被接受ꎬ则可

通过信用机制对其“油烟污染、噪声扰民”和“占道经营”行为施以道德上的诚信压力(２
序)ꎻ若仍无效果ꎬ则可要求摊贩统一更换ꎬ从而根本性地解决上述问题(３ 序)———而无

论是在哪一执法领域ꎬ含有刚性、强制及风险因素的柔性执法措施ꎬ都应放在最后 /末序

加以考虑ꎮ

余　 论

城管部门为了系统性地拆解“执法 －抗法”这一双输格局ꎬ从执法方式改革入手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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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断地尝试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柔性执法措施ꎮ 尽管这些措施呈现出诸多面相ꎬ以
及尽管每一种面相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实践困境ꎬ但首先ꎬ与“强制 /硬性”方式相比ꎬ
“柔性 /非强制”方式在和谐稳定、公众认同、秩序维续等方面有着显著优势ꎬ将之置于强

制手段之前适用应当成为执法过程中无可争辩的行动逻辑ꎻ其次ꎬ柔性执法的不同面相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方式性差别ꎬ在成本、收益和情绪模块中也体现出不同的量化数值ꎬ
因此任何一种面相都不能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执法情景ꎬ在具体执法情景中也不能不

加选择地适用各种面相ꎬ城管主体应当根据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法领域等对诸面相

进行“优先级”排序ꎬ并使个案情景和柔性执法措施达到最佳的匹配度ꎻ再次ꎬ很多时候

柔性执法实践体现更多的是某些城管部门乃至于个别执法人员的“执法艺术”ꎬ但我们

仍然建议通过统一且完整的规范体系或以案例指导等形式将柔性执法固定下来ꎬ使之

成为城管执法工作的常态ꎻ最后ꎬ城管柔性执法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特征ꎬ文中所列举的

诸面相并不是柔性执法的全部ꎬ通过执法创新而形成效益指标更为优秀或者个案适应

性更强的其他措施ꎬ亦是城管执法改革的核心动力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ｓｅ￣ｌｏｓ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ｗ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ｎｎｅｒꎬ ｌｏ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ｄｏｐｔ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ｏｒ
ｎｏｎ￣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ｈａｓ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ｆｏｒｍ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ｓ ｌｉｋ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ｎｉｏ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ｐｅｒｓｏｎꎬ ｅｔｃ.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ꎬ ｉｎｓｔｅａｄꎬ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ｆｉｅｌｄꎬ ｅｔｃ.

(责任编辑:吴　 蕾)

７８１

城管柔性执法:非强制框架下的效益考虑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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